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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
娱乐效果与意识形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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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政策的倾斜给予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娱乐性上以更大的空间,通过对女性形

象的丰富表现和构建阶级胜利的成功快感,以及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大量展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并使得这些影片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具备了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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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我国共生产了约47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1]。新

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面临的困境是,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功利性如何与电

影作为艺术家艺术表达的艺术性以及满足观众娱乐愿望的娱乐性之间进行调和,如何在保持相对

较高娱乐效果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形态传递。
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为了配合社会生活内容的巨大变化,表现阶级斗争、控诉阶级压迫、歌颂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为必然选择,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被削弱,宣教功能被一再强化。而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由于其反映的边疆地区独特的政治环境、文化政策以及特有的民族性格与民族风情、地
域特点,给了电影创作者更加宽松的创作空间,为电影追求艺术品质和娱乐效果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通过歌舞、爱情、风景奇观等迥异于汉族题材电影的

形式元素,以及更加类型化的叙事策略,表现出更强的娱乐性和艺术性。与此同时,由于更加符合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受众需求的功能性,这些影片能更好地完成其意识形态传播目的。从人

物形象的刻画到音乐歌舞的传播,再到故事模式的创建和价值观念的营造,“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都以类型化的特征和更强的娱乐性达到了更加显著的传播效果。时至今日,“十七年”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观众留下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和众多广为传唱的电影歌曲,同时,那些浪漫

的爱情故事和典型化的叙事模式也一直被津津乐道。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的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

一、“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效果

美国电影理论家阿尔顿·洛克尔在《电影与悬念》中声称,电影如果想要与观众发生最直接的

联系,就必须描绘我们的欲望,而最具电影性的不过就是三种欲望:性别形象、成功和奇观。“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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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很大一部分在这三个方面都有着鲜明的追求,同时也使得这些影

片区别于当时的汉族题材影片而具备了一种统一的风貌,少数民族电影形成了更好的娱乐效果。
(一)性别/爱情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而言,女性形象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戴锦华将1949年至

1976年之间出现在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

士”两种,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中“男性、女性间的性别对立与差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间

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同一阶级间的男人和女人,是亲密无间、纯白无染的兄弟姐妹。他们

是同一非肉身的父亲———党、人民的儿女”[2]。这样的定义是适用于“十七年”时期的大多数汉族题

材电影的,然而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女性形象,女性不再只是政治符号,而

是呈现出更加接近生活真实、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同时也更能满足观众期望的女性形象。
由汉民族担当解放者的角色来拯救“野蛮”、“落后”、“无知”、“受骗”的少数民族,这是“十七年”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共同的潜在意识。“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并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

的自我表达,而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再构造。在这种对客体位置的少数民族生活再构造的过程中,
少数民族的身份极其自然地与“女性”的身份画上了等号。就仿佛汉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多是等待

被拯救的“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一样,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汉族对少数民族进行拯救的主题

被集中表现在了对少数民族女性的拯救上。于是,在“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

汉族题材电影的女性一样都是被拯救者,却又承担着本民族被拯救的象征意义,其负载的意识形态

功能更强了。作为在旧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少数民族女性在拯救下走向了新生,女主人公

的命运成了民族命运的象征。在《阿娜尔罕》、《景颇姑娘》、《摩雅傣》等影片中,女主人公在新旧时

代的命运对比鲜明地象征着各自民族的命运。在《阿娜尔罕》中,维族姑娘阿娜尔罕与青年库尔班

的爱情受尽封建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只有当共产党的减租减息工作组来到了南疆才让这对恋人看

到了希望,库尔班也只有在成为了工作队长之后才解救了阿娜尔罕。在《景颇姑娘》中,景颇族姑娘

黛诺在旧社会身为早昆山官的家奴受尽折磨,在逃离山寨之后被解放军所救成为民族解放的象征,
同时也集中体现着少数民族女性被拯救的命运。母女两代人在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遭遇,明白无

误地向观众传递着女性解放与民族命运的双重主题。另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女性成为新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草原上的人们》、《五朵金花》、《天山的红花》、《山间铃响马帮来》中
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她们既有着当时汉族题材电影中女性形象普遍拥有的泼辣干练的特点,同时又

保持着女性的性别特质,温柔、感性的性格甚至是性感的形体特征都不时地闪现在这些人物身上。
由于少数民族本身的风俗习惯,电影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女性可以在外型上相对汉族女性有着

更加宽松的尺度,鲜艳的服装色彩、丰富的服装样式、婀娜多姿的体态都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

的女性更符合观众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这背后有着一组颇为耐人寻味的关系,对于传统意识而

言,少数民族女性的这种“性感”特质被视为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一部分;对于电影艺术家而

言,正是少数民族女性的这种“性感”特质成为实现其电影艺术性的一种手段,没有了这些迷人的女

性形象,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光彩;对于观众而言,在认可传统意识那种对少数

民族的“野蛮”、“落后”进行居高临下审视态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或者是不由自主地向往着少数民

族女性的“性感”。政治符号、艺术手段、欲望对象,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在“十七年”电影中承载了丰

富的内涵,同时,也因为这些女性形象使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拥有了鲜明的娱乐化效果,成为这些

电影最容易识别的标识之一。
在“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里,最能体现其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是传说故事中

的女性形象。《阿诗玛》、《刘三姐》等影片中的女性几乎完全抛弃了政治宣教意图对人物形象的预

设,女性的性别特征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也使她们成为最能代表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满足“性”的观影欲望的客体。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的汉族题材电影



中的女性形象承载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信息。当时银幕上汉族男女私情被压抑、被遮蔽、被抹去。在

革命经典叙事中,任何个人私欲都是可耻而不洁的,都将损害对“父权”———党/人民的绝对忠诚[3]。
于是,这些对于“性”的欲望就被理所当然地抹去了。与之相对的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中的女性,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为“男性欲望视域中的女性形象”[2]出现的,他们以美丽性感

的外表和对待爱情的直白态度在这一时期的银幕上还原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她承受视线,她迎

合男性的欲望,指称他的欲望”[4]。汉族题材电影在对待女性形象和“性”的问题时的壁垒森严恰恰

给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不能不说,这也正是“十七年”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某种平衡。
在“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并不敢轻易涉足“爱情”题材这一领域,就算有,也往往让它成为影

片政治主题的陪衬,或者是把爱情作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而在同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
对于爱情的表现要直白得多,几乎每一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有一条爱情线索,而
且留下了众多经典的银幕情侣形象。尤为典型的是《五朵金花》,这个完全围绕年轻人爱情主题展

开的寻找故事,体现出典型的类型化叙事策略。故事虽然以“大炼钢铁”为时代背景,但核心内容却

是表现浪漫的爱情,在寻找和误会之中让观众感受到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同时体验了爱情的热烈

与单纯,成为那个年代银幕上少有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影片。
(二)成功

作为一种观影欲望,“成功”在类型电影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个人欲望。个人奋斗的成功所带

来的心理满足以及承载着观众认同的英雄战胜敌人所带来的心理满足,都是“成功”这一美学范畴

的重要构件。然而,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类似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那样的个人英雄主义是

没有生存空间的。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中,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代替了个人奋斗,阶
级斗争的胜利结果推出了代表着阶级利益的英雄。个人“成功”欲望的满足被阶级胜利的快感取

代,个人欲望淹没在集体利益之中,欲望服从于牺牲和奉献。于是,新中国电影就以个人牺牲式的

故事模式取代了个人奋斗的类型常规,“成功”欲望也被阶级斗争的胜利追求所取代。
然而,对于“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言,情况又要复杂一些。“成功”的获得不再简单

来自于正义战胜邪恶式的正反二元对立结构,而是来自“正、中、反”三元结构。在代表着正义的共

产党(解放军)与代表着邪恶的国民党和封建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广大的有待争取的少数民族群

众(包括部分少数民族贵族)。在《内蒙春光》中,少数民族贵族的“反动性”,在经过大量重拍修改而

成的《内蒙人民的胜利》中,被改成了立场“不明确性”,少数民族贵族成为争取的对象,这样的设计

也成为表现民族政策的手段,解放军、少数民族群众以及部分少数民族贵族、国民党军三者形成了

“正、中、反”的三元结构。《冰山上的来客》、《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等影片

在题材类型上都与当时流行的“反特片”接近,采取了惊险片的样式。影片中的侦查英雄、少数民族

群众和国民党特务这三种人物,也是“正、中、反”三元人物结构的典型形式。正面人物在战胜反面

人物之外,还要争取中间人物,斗争的过程呈现出正反双方对中间人物的拉锯状态,正面人物在战

胜反面人物之外还要争取中间人物的认同和支持。既有对敌对阶级的斗争,又有对少数民族的拯

救,“成功”快感的获得就包含了推翻和战胜压迫于己之上的阶级的快感,又隐约包含有对原先处于

更加弱势的群体(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比汉族更加落后)的同情与拯救。“成功”快感既有对强

者的征服,又有对弱者的优越感,“成功”快感的获得过程更加复杂,其内涵也更加丰富。三元人物

结构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二元结构的叙事类型,从“成功”快感的获得上为娱乐效果的产生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清除好莱坞运动”之后,好莱坞电影已经被驱逐出中国内地银幕,
然而从银幕效果来看,“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却在娱乐化方面学习了好莱坞成熟的叙

事经验。《神秘的旅伴》、《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都力图营造剧情的紧张感,呈现出类型电影的特

征。不管是《神秘的旅伴》中将观众置于全知视角还是《冰山上的来客》将观众置于限知视角,影片

都力图营造紧张惊险的氛围,其叙事特点与好莱坞惊险悬疑类型影片非常接近。



“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是通过三元人物结构,通过类型化的叙事策略来营造更加

强烈的“成功”快感,从而获得更强的娱乐功能和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效果。
(三)奇观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提出了“陌生化”的理论,这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项重要

原则。在电影创作领域,“陌生化”同样是一项重要原则,电影影像呈现的“陌生”的地域、风俗都会

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地区迥异于城市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民风民

俗使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电影“陌生化”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
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自然环境,可以和美国西部片做一个类比。西部片中广阔的荒原

成为其鲜明的形式特征,这样的空间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类型元素,而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自

然环境同样有着成为类型元素的可能。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展现少数民

族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方面是非常自觉的。《五朵金花》中的苍山、洱海美得让人如痴如醉,蝴蝶泉

边翩翩起舞的蝴蝶更是把男女主人公相约泉边的浪漫爱情烘托得如诗如画,还有《阿诗玛》中巍峨

奇秀的石林奇观、《刘三姐》中秀丽的漓江山水、《冰山上的来客》中苍茫的戈壁和雄伟的雪山、《山间

铃响马帮来》中壮观的梯田、《草原上的人们》中辽阔的大草原等等。“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普遍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作为影片重要的影像“奇观”,构建起观众对少数民族题材影

片自然环境的空间想象。
当然,与美国西部片相比,我国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叙事环境的类型化上也有着显著的区

别。美国西部片的环境是相对单一的,其类型化特征相对更加鲜明,而我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所表

现的自然环境更加丰富,作为类型化特征似乎不够鲜明,其符号性并不明显。然而,与美国西部片

一样,我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自然环境同样既是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也承载着深刻的意识形态

涵义。就像美国观众在观看西部片时总是期待着英雄人物在那一望无际的旷野纵横驰骋拯救女

性、拯救社会、拯救美国秩序一样,中国观众在观看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时也有着相对稳定的期

待———祖国的山河多么美好,如此美好的土地孕育着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如此秀丽的山川绝不能

被阶级敌人破坏,我们的英雄将要为我们保卫大好河山、拯救友好的少数民族兄弟、战胜我们和兄

弟民族共同的敌人。于是,对于“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而言,不厌其烦地表现美丽的自然景

观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涵义。
如果说优美的异域风光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自然奇观,那么作为少数民族重要文化载体

的民风民俗就是作为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奇观”登上银幕的。《五朵金花》中的白族三月街、《冰
山上的来客》中的叼羊大赛、《阿诗玛》中的彝族火把节、《刘三姐》中的对歌……这些民风民俗都在

不断给观众建构一个个陌生而浪漫的异域想象空间。民风民俗如此,服饰、建筑、饮食乃至语言也

都处处体现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陌生化特质。《神秘的旅伴》中的竹筒饭、《山间铃响马帮来》中
将“盐”称作“盐巴”等细节,都体现了西南地区的地域特色。

如果说异域风光和民风民俗以及生活细节还都徘徊于影片的人物形象之外的话,那么“十七

年”时期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歌舞就成为这些影片中塑造人物最重要的“奇观”。在《刘三姐》中,她与

莫财主和三个秀才之间的“斗歌”充分体现出民间英雄的智慧,也是民间文化的集中呈现,同时也传

递了鲜明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信息。这些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早已经超越了影片本身成为民族

文化的宝贵结晶。对于广大观众而言,很多人是通过这些“经典”歌曲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而这

些歌曲本身也正是观众观影得到娱乐感和审美愉悦的源泉。以少数民族歌舞形式传播意识形态信

息,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电影最普遍也是最自然的选择,而这样做的效果是让意识形态的传播

在时空上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二、娱乐化与类型化建构中的意识形态策略

不管是女性形象及爱情的大胆还原和浪漫表述,还是“成功”快感复杂架构的搭建与快感效果



的获得,抑或是利用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营造独特的奇观,“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有

意无意地进行着娱乐化与类型化的建构。说这样的建构是有意无意的,是因为与好莱坞类型电影

相比,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类型化建构过程显得比较特殊。托马斯·沙茨在《好莱坞类型电

影》一书中指出类型电影是“观众与制片厂互动的产物”[5]23,然而新中国电影的生产却并非取决于

制片厂和观众。与好莱坞电影的产业化背景不同,新中国电影的生产处于更加直接的意识形态支

配之下,题材的选择、故事的撰写甚至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生产环节都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操

控。在新中国,类型电影的产生不仅存在于工业化生产对于观众审美情趣的揣测和选择,以及观众

对电影固有特征的捕捉和对新鲜信息的追逐过程之中,而且是处于官方、艺术家、观众的三重互动

关系之中。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官方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艺术家将电影视作艺术创作

的工具,观众将电影作为娱乐和寻求文化满足的载体。于是,新中国电影的类型化过程就存在于独

特的三角结构之中。
对于好莱坞电影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文化语境的预设。而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意识形

态是作为一种人为的预设或者是阶级的预设而存在的。在经历了1949年建国对旧有社会文化语

境的彻底更新之后,新中国电影的生产被置于全新的意识形态内容标准之下,也正是在这一意识形

态内容标准之下,新中国电影才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娱乐化和类型化建构过程。这也同样体现在少

数民族题材电影当中。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内蒙春光》由于不符合当时中央

的民族政策而停映,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拍和修改。1950年4月,首度上映的《内蒙春光》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赞誉,导演于学伟回忆说:“1950年,当我们迎来了开国以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初次执

导的电影《内蒙春光》上映,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评。全北京影院上映

十来天后,上座仍然甚佳。”[6]应该说,如果从类型片生产的角度来看,《内蒙春光》在当时成功地搭

建起了电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观众对影片的认可对类型元素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

可能。然而,由于影片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简单地表现为革命的反动对立面而没有表现出民族政

策对少数民族上层的争取,影片被迫停映。民族政策在经过重拍和修改而成的《内蒙人民的胜利》
中,得到了更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完整体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成为了左右摇摆有待争取的中间力

量。这一重拍事件在当时甚至惊动了中共高层,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影片的政治错误并要求修改。
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为之后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一次规约,于是,三元结构的基本人物

关系在“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被不断复制,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尽管在意识形态的介入方式上有着自身特点,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仍然呈现了鲜明的娱

乐化和类型化特征。托马斯·沙茨说:“所有电影类型代表了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共同协作驯服那些

现实中的和想象中的野蛮人,正是他们威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稳定。”[5]36对于新中国电影而言,
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共同协作”,只不过新中国电影中的“野蛮人”变成了阶级

敌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关性别/爱情、成功和奇观的类型元素,与美国好莱坞

类型电影中的类型元素一样,也起着类型标识的作用,有着外部特征的鲜明性和内部语言的规约性

的特点,也都是通过相对稳定的类型元素表达相对不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只不过在“十七年”时
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这样的类型元素是被人为预制的而非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自然”形成的。

类型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存在着内容策略与形式策略。在内容策略上,类型电影通过“文
化和反文化的二元性策略来隐藏起意识形态目的,而在形式策略上,类型电影以意识形态的‘腹语

术’、‘缝合体系’或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来实现隐身”[7]。对于“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

言,内容上的确存在着文化与反文化的二元结构。从官方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希望在全社会范围内

围绕阶级斗争建立起主流文化内容。于是,电影成为了宣传这种文化内容的工具。同时,对于观众

和创作者而言,电影既是娱乐工具也是表达手段。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电影和作为娱乐与表

达工具的电影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二元对立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宣教工具,“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与汉族题材电影一样都要表现阶级斗争内容,都要反对与主流文化相对的追求个人利益



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内容,都要对某些内容进行压制,不管是观众对性、成功等个人欲望和影像

奇观等感官刺激的追求还是对某些普适性人文价值的体现,这都是代表着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

化价值观念。同时,作为体现观众娱乐要求和创作者创作意图的电影,“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又或多或少体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性别/爱情、成功和奇观的追求和电

影艺术性的表达。于是,我们既能从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读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内

容,也能发现其中的爱情主题、反特故事等娱乐元素。正是这些娱乐性极强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对

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主流文化形成了“反文化性”,而其追求观影欲望满足的“反文化性”恰
恰使得这些影片获得了更好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

托马斯·沙茨认为:“经典电影是一个以故事为主的具有时空封闭性的本文,叙述者首先将其

在场痕迹伪装起来,情节方面也严格遵循线性的因果逻辑,其中的主导冲突与矛盾也最终会解决,
这样,观众就能够无意识的参与电影意义的构建。”[8]也就是说,电影是作为一个故事被观众所接受

的,越让电影具备“封闭性本文”的特性,就越能使得观众“无意识的参与电影意义的构建”,亦即接

受意识形态的宣教,叙述者(官方意识形态)也就越能够将其在场痕迹伪装起来。于是,通过符合观

众需要的有关性、成功、奇观等欲望的构建以及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让新中国电影呈现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而不是一本本宣传教材,意识形态才得以以更佳的效

果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传播。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强调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选举产生中央人民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通过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第

五十三条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新中国在民族政

策上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对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尊重。这一点在《内蒙春光》的停映重审事件中也

得到了体现,在周恩来主持的对这一影片的重审观影会上,周恩来曾对影片提出过应多用蒙族演

员、影片所用歌曲应采用少数民族自己原有的民歌等意见[9]。官方对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就,对其真

实反映蒙族地区的自然风貌和蒙族人民文化习俗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新中国民族政策给了“十
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娱乐性以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得少数民族的歌舞、风俗等文化载体

能够在电影中得到大量体现,也使得对少数民族男女爱情的大胆表现成为可能。也正是由于这种

政策上的倾斜使得“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形式特征。而正是循着

这些娱乐化类型化的特征,早已脱离了当时文化语境的观众们又将这些影片推崇为“红色经典”,对
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内容(剔除了阶级斗争等内容,保留了对正义战胜邪恶等伦理内容)报以深切

的怀念和向往,这不能不说是这些影片良好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一种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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